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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早期的中原与岭南 

——以《禹贡》荆州为研究对象 

张振岳
1
 

【摘 要】中原与岭南地区的交流与融合是华夏文明开拓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禹贡》荆州位于九州最南方位，其中心

区域大抵位于今鄂湘地区，与华南地区最为接近。根据《禹贡》所言荆州之境以及境内土地、田赋以及物产，结合近年来有关

岭南研究所取得的诸多进展，对《禹贡》荆州南界进行考辨，得出荆州南界所达最远处为南岭北部地区，并非《禹贡》所言“衡

阳”，中原文明早在三代时期就已与岭南地区发生联系。再由“象”“齿”两种荆、扬二州共有之物进行考辨，可以发现荆州

乃中原与岭南交流之桥梁,早在华夏文明早期，诸多珍贵域外贡品通过荆州地区运达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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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中原的概念和地理范围不管是新石器时代还是以后的夏商周时期，其地域范围都是以河南为中心，包括陕西、山

西、河北等省的部分地区，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

天下之中”。因为这个地区在天下之中，又是平原地带居多，处于黄河中下游，因此称为“中原”[1]。广义上的“华南”泛指中

国南部。邹逸麟《中国历史自然地理》说“华南大陆海岸指广东、香港、澳门和广西的大陆海岸”[2]。我们在此讨论涉及的“岭

南”，亦以广东、香港、澳门和广西作为研究范围。荆州地处中原黄河流域和岭南地区中间，为两地区往来必经之处，因此以

荆州作为切入点进行仔细研究，可窥探中原与岭南两地交流情况，这对于了解华夏文明的开拓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早期中原与华南往来的文献记载与考古证明 

(一）传世文献记载 

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由于南方地区少数民族部落众多，一般以“百越”或“百粤”来统称分布于浙闽粤桂等地的南方少数

民族部落，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吴越、勾吴、西瓯、闽越、骆越、南越、山越、山夷等。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与华南就有着密切

的联系。《尚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3]《舜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4]《说

苑•修文》：“禹陂九泽，通九道，定九州，……南抚交趾、大发，……四海之内皆戴帝舜之功。”[5]《大戴礼记•少闲》：“昔

虞舜以天德嗣尧，布功散德制礼。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6]“南交”“交趾”即指九州域外南部地

区，说明早在尧舜禹时期中原政治文化已影响到岭南地区，并与岭南地区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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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周书•王会解》伊尹受商汤之命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鬍发文身，请令以鱼皮

之鞞、□鰂之酱、鲛嚴、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

鹤、短狗为献。”[7]位于商朝南部的诸多部落都曾向商朝进贡。《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

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但、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

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8]周公摄

政六年，交趾南越裳国人“以三象种译而献白雉”[9]《吴越春秋》：“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

夷狄之服，示不可用。”[10]由此可知，商周时期中原与岭南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且西周之时，中原的一支周人曾到达荆楚之地，

与当地荆蛮发生融合。战国时期，楚国通过吴起变法“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11]。楚国疆域的南扩，促进了中原地区与

岭南地区的交往，荆楚之地成为两地区来往的必经桥梁。正如杨宽先生所说：“至少在春秋后期起，越族已经幵始和华夏族融

合，南越和中原的关系已非常密切。”[12] 

《竹书纪年•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二十五年，王大会诸侯于东都，四夷来宾。”[13]《逸周书*王会解》：“路

人大竹，长沙鳖，其西，鱼复鼓钟钟牛。扬蛮之翟。仓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馀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众皆北向。”
[14]《吕氏春秋•本味》：“云梦之序。具区之菁。浸渊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鳝鲔之醢，

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长泽之卵。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檫，南海之柜。”[15]又《史记》言“九疑、

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从以上可知商周之时，南部诸族不仅与中原王朝有着会盟之宜，而且像“竹”“翡翠”“鱼

卵”以及“柜”等诸多南方特产也都运至中原地区，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岭南地区之民俗与荆楚之地已别无两样。 

(二）考古证据 

关于先秦时期中原与岭南地区交流的文献记载较为欠缺，但近些年来大量的考古发掘为岭南与中原关系学术研究提供了丰

富的地下材料。研究发现中原部落的文化在向四周散播的过程中有诸多路线，“其中向南的一支在河南淅川下王岗、湖北枝江

关庙山都有重要线索。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洞庭湖左近的大溪文化或相类遗存的彩陶与庙底沟文化的直接影响有关……彩陶

由湘水走灵渠，从贵北入西江，进入广东后一路南下，经高要蚬壳洲、东莞万福庵、深圳大黄沙等地直至香港的大湾遗址等，

形成了仰韶时代的中晚期彩陶由太行山、伏牛山、武当山、武陵山东麓而下，纵向切割中国版图的格局”[16]。 

随着中原华夏族文明的不断开拓，到商朝时期，其疆域已开辟至南岭北部地区。大多学者比较倾向于“形成发展时间与楚

人进逼岭南大体一致”[17]。在河南境内诸多考古墓葬中，发掘出本应产自南海和东海地区的龟甲、海贝、海蚌、鲸鱼骨等诸多

物品，这些应当是作为贡品或交换品传到中原的。[18]在广东省宜信县出土了西周时期的铜益与中原地区西周中晚期的铜益形制

极其接近，与广东相邻的广西部分地区亦有相当数量的商周青铜器出土。[19]岭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中原血脉相连，文明起源

的中国模式在岭南继续延伸是客观的历史事实。[20] 

从考古发现的东亚玉璋与中原青铜剑的分布图可以看出，有三个主要密集分布点，即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四川盆地地区

和岭南地区，两者分布范围高度吻合。许宏认为，如果把这些相距甚远的出土地点联系起来看，可知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

遗址应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他还说，起源于海岱地区的玉璋，以二里头都邑为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向长江中上

游甚至岭南一带传播，直至越南北部。[21]此乃相当精辟之观点。另外，日本学者西江清高指出，“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式直刃

青铜剑的分布基本上可代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扩展范围。其北、南、西界分别位于长城、岭南和四川成都平原。或许，‘中

国’世界的空间轮廓，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叶的二里头时代，就已显现出了它最早的雏形”[22]。这说明夏商时期，岭南地区已

与中原有所来往，并且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2 

                      

① 参见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 2000年的中原图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版，第 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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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西江清高：《世界乃考古学 7:中国 O 考古学》，东京：同城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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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长沙树木岭一号楚墓所出铜匕首[23]，手柄为一奴隶形象，其大眼、高鼻，头有发髻，后垂长辫，耳系粗大耳坠，

短袖打结，袒胸露乳，腰系短裙。这种形制的铜匕首，在广西战国墓中有发现，越南的东山文化中所见尤多[24]，解放后，广西

平乐银山岭发现战国中晚期墓葬出土的器物都具有楚文化的特点，有些铜戈兵器上还刻有楚国境内的地名，如：“江”，指江

国，位于今河南省息县；“鱼”，即庸国，位于四川奉节县东；孱陵，今湖北公安县。[25]很明显这些带有楚国地名的制品是由

楚国境内带到岭南地区的。近年来，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也发现葬式和出土器物特点与长江流域出土的楚文化相同的战国墓葬，

广东清远、四会、德庆、肇庆、始兴、罗定等地，广西恭城、平乐、宾阳等地都曾发现了大量的春秋战国墓。[26] 

结合以上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可知在华夏文明早期，中原地区与华南地区间经济文化上的往来已然相当频繁，并且在来

往过程中各部落民族间发生融合，两地区间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成为华夏文明开拓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荆楚是两者

联系的必经之地，担任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二、荆州——中原与华南的交融点 

(一)荆州南界——中原与华南交往的最前沿 

《禹贡》荆州，历来多数学者认为其区域包括今湖北、湖南以及两广部分地区，春秋战国时为楚国所有。荆州之位置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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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其北界与豫州相邻，南部抵达“衡阳”，是中原地区与华南地区的交界点。然关于荆州南界却众说纷纭，《禹贡》也只

给出了“荆及衡阳惟荆州”的简单叙述。新时期应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结合新的研究进展，对荆州之南界进行新的考辨，这有

助于了解早期中原文明与南方部落交往情况，从而有利于更深人探究华夏文明的开拓进程。 

《禹贡》云：“荆及衡阳惟荆州。”即“荆”为北界，“衡阳”为南界。传曰：“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孔疏》

曰：“以衡是大山，其南无复有名山大川可为记，故言‘阳’见其南至山阳也。”此说以字义为解，荆州南界当抵达衡山之南，

较为笼统。胡渭引《水经注》云“经曰衡阳，不知所极”[27]，其指出《禹贡》荆州之南界只不过在衡山之南，越过衡山之后，

并没有具体的止境。因此，关于荆州南界问题，如果仅按《禹贡》所述“衡阳”，所言极为模糊。熊禾《尚书集疏》云：“荆

州之境亦广，北接雍豫之境，南逾五岭，即越之南檄也。越虽上古未通，已当在要荒之服。”熊禾之意是说荆州之南界当过五

岭到达南越之地。胡渭按《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曰：“荆之南界，越衡山之阳，大抵及岭而止。”[28] 

“五岭”之称，最早见于《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裴驷引《汉书音义》曰：“岭有五，

因以为名，在交址界中也。”司马贞引《裴氏广州记》云：“大庾、始安、临贺、贵阳、揭阳，斯五岭。”[29]《史记•秦始皇本

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裴驷引徐逛曰：“五十万人

守五岭。”张守节引《广州记》云：“五岭者，大庾、始安、临贺、揭杨、桂阳。”又引《舆地志》云：“一曰台岭，亦名塞

上今名大庾；二曰骑田；三曰都庞；四曰萌诸；五曰越岭。”[30]《晋书•地理志》载：“交州。案《禹贡》扬州之域，是为南越

之土。秦始皇即略定扬越，以谪戍卒五十万人守五岭。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娇，时有五处，故曰五岭。”[31]《淮南子•

泰族训》：“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覆稽趋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注曰：“五岭：镡城之

岭，九疑之塞，番禹制度，南野之界，射干之水。”[32]《楚辞•九思》中也有“迫中国兮迮狭，吾欲之兮九夷。超五岭兮嵯峨，

观浮石兮崔嵬”的记载。以上所述“五岭”，张守节说当最为相近。 

对“五岭”位置考察记载最为详细的当属郦道元《水经注》，《温水》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况绵途于海表，顾

九岭而弥邈，非复行路之迳阻，信幽荒之冥城者矣。”《湘水》云：“越城峤水南出越城之峤，娇即五岭之西岭也。秦置五岭

之戍，是其一焉……冯水又左合萌渚之水，水南出于萌渚之峤，五岭之第四岭也。其山多锡，亦谓之锡方矣。”《溱水》卷曰：

“山，即大庾岭也，五岭之最东矣，故曰东峤山。”《锺水》卷曰：“都山，即都庞之娇，五岭之第三岭也。锺水即峤水也。”

《耒水》卷曰：“县有渌水，出县东侠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谓之程乡溪。郡置酒官，酝于山下，名曰程酒，献同酃

也。耒水又西，黄水注之。水出县西黄岑山，山则骑田之峤，五岭之第二岭也。”根据郦道元的考据，可以总结出“五岭”应

当是峤山、萌渚、都山、大庾岭、黄岑山五座山。 

近代学者曾运干《尚书正读》云：“州境当今湖北、湖南、贵州、广西诸地。唐虞疆域，以交趾为极南，故曰分命義叔宅

南交为明都矣。”[33]其意思是说荆州之南界当越过衡山到达交趾，因《尧典》中以南交为南方极远之地，此说是也。 

《国语•鲁语》：“舜勤民事，而野死。”韦昭注曰：“野死，谓征有苗，死于苍梧之野。”[34]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云：

“在今广西桂江流域。”[35]《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36]据《中国

历史地图集》所标示[37]，西汉时零陵郡治，位于今广西全州与兴安两县之间，即今桂江上游地带，然苍梧郡治所在今广西梧州

市，属于西江与桂江交汇处。又《汉书•地理志》零陵郡营道县云“九疑山在南。”[38]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荆州刺史部分标示，

西汉时营道县在今湖南宁远县南。《宁远县文献》关于九疑山的记载：“在县南六十里。山有九峰，各导一溪。形式相似，游

人疑惑，故名九疑。”[39]由此可发现，“苍梧之野”“零陵”“九疑山”等大抵位于今湖南省宁远县以南，即今湘粤桂三省交

界处。经后人考证，有学者发现苍梧、九疑、零陵乃是三位一体。[40]无论如何，可见早在舜时，华夏文明已开拓至五岭北部，

其活动范围远远超过了衡山之阳，并与岭南地区的部落有着密切往来。 

(二）由荆州开发状况分析及物产来源看中原与岭南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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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九州土地利用情况如下表： 

州名 土壤质地 肥力等级 田赋等级 

冀州 白壤 厥田惟中中（第五等） 厥赋惟上上（第一等） 

兖州 黑坟 田中下（第六等） 厥赋贞（第九等） 

青州 白坟、海滨广斥 田上下（第三等） 赋中上（第四等） 

徐州 赤埴玫 田上中（第二等） 赋中中（第五等） 

扬州 涂泥 田下下（第九等） 赋下上（第七等） 

荆州 涂泥 田下中（第八等） 赋上下（第三等） 

豫州 壤、下土坟墟 田中上（第四等） 赋上中（第二等） 

梁州 青、青黎 田下上（第七等） 赋下中（第八等） 

雍州 黄壤 田上上（第一等） 赋中下（第六等） 

通过统计可以发现，按土壤质量肥沃程度从高到低顺序排列，依次为雍、徐、青、豫、冀、兖、梁、荆、扬，按田赋等级

从高到低排列为冀、豫、荆、青、徐、雍、扬、梁、兖。值得注意的是，荆州土壤质量排倒数第二，但田赋等级却排第三，仅

次于开发程度较高的冀、豫二州，远高于同位于南方的扬、梁二州，这说明荆州在中原与华南地区的交流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

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碰撞，而荆州也因南北频繁交往而受益，使其开发程度远高于南方其他地区。 

《史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汉书•地理志》：“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

渔猎山伐为业，果窳赢蛤。”可见先秦两汉时期，长江流域依旧保持着较为原始的自然坏境，生存条件相当恶劣，但却“多竹

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

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瑁、果、布之凑。”现将九州之贡品列为下表： 

州名 特产贡品排列以及数量 

冀州 无 

兖州 厥草惟繇，厥木惟条、漆丝、篚织（共 4 种） 

青州 盐烯、海物、岱畎丝、臬、铅、松、怪石、麋丝（共 8 种） 

徐州 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螻珠暨鱼、玄纤、缟（共 6种） 

扬州 金三品、瑶、琨、筱、蕩、齿、革、羽、毛、木、（鸟夷）织贝、橘柚、锡（共 13种） 

荆州 
羽、毛、齿、革、金三品、桄、干、栝、柏、砺、祗、努、丹、菌、輳、楛、匦、菁茅、玄嫌、玑、组、

大电（共 22种） 

豫州 漆、臬、烯、梓、篚纤、锡（共 7种） 

梁州 青黎、谬、铁、银、镂、砮磬、熊、署、狐、狸、织皮（共 11种） 

雍州 球、琳、琅矸（共 3种） 

可以发现各州贡品数量种类上，荆州最多，达 22 种，其次为扬州，共有 13 种。值得注意的是，被我们认为开发程度较高

的北方地区的几个州，贡品比较单一，甚至帝都所在地冀州竟无特产之叙述。南方的扬、荆、越贡品种类数量远远超过北方，

这一方面说明北方开发程度较高，农业发达，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说明南方人口稀少,开发程度低，自然环

境还较为原始，因此生物种类还比较多。《国语•楚语》：“楚之所宝，齿、角、皮、革、羽、毛，所以备赋用，以戒不虞者。”

韦昭注云：“龟，所以备吉凶。珠，所以御水灾。角，所以为弓弩。齿，象齿，所以为珥。皮，虎豹皮也，所以为茵韃。革，

犀兕也，所以为甲冑。羽，鸟羽，所以为旌。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音。”[41]由此可知，齿,大多指象齿制品，革，乃为犀牛皮

制品。传曰：“（荆州）土所出与扬州同。”正义曰：“扬州无齿、革，此州先羽、毛者，盖以善者为先。”由此可知，诸州

之物产叙述皆以善品为先。扬州以金三品、瑶、琨为善，荆州以羽、毛、齿、革为善。经众多学者研究发现，自古荆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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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越之地皆盛产亚洲象，甚至在南北朝时期，长江中下游出现过象入广陵、象入建业的记载，淮南丘陵一带还出现过数百头的

象群。[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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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中可以发现，扬州的亚洲象分布密度比荆州大，而扬州几乎没有犀牛分布，只有几个零散地点，荆州犀牛分布密度3却

极大。《禹贡》扬州贡品中，不以齿、革为善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首先是不以齿为善，荆、扬二州皆有大量亚洲象分布，

且扬州之分布密度甚至大于荆州，荆州以齿为善，但扬州却未以齿为善，通过分布图可以发现，亚洲象除了荆、扬二州有大量

分布外，在岭南地区以及云南南部地区亦有着极为广泛的分布，按此，可得知：荆州之象寡于扬州，但荆州却以齿为善，其原

因可能是：荆州所贡之齿，除来源于域内象齿外，亦有大量部分从岭南地区换取缴纳而来；其次是不以革为善，以上图观之乃

因扬越之地犀牛分布较少，但从文献记载来看，长江下游及浙东一带当曾经有过相当数量的犀牛生存，《国语•越语》记载吴越

之战时“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吴越春秋》记越王军队“皆被兕甲”，江苏新沂的一个汉代古墓画像上有多种动物，

其中就有一兽“其状若犀，唯三角，张口，翘尾”[43]。南京童家山一墓葬中出土的泥质黑衣陶犀牛“昂首瞪目”[44]。江浙一带

至今仍是水乡之国，从历史文献结合考古发现分析，先秦时期该地亦是适合犀牛大量生存的。《汉书•地理志》：“（粤地）今

之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

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可见岭南地区水土丰茂，分布着大量的象、犀之属，且被商人们运往中原进行交易。《盐铁论•力耕》：

“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馀里……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又《崇

                      

① 参见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80页。 

② 参见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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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云：“中国所鲜，外国贱之，南越以孔雀珥门户，昆山之旁，以玉璞抵乌鹊。”胡渭在解释旄牛之属时云，当属于九州域

夕卜之物，物以稀为贵矣。[45]此说正矣，这说明中原王朝有视域外之物为珍宝的习惯自古有之，《禹贡》贡禹之物有相当一部

分当亦来源于九州之外。晋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说：“犀出武陵、交州、宁州诸远山。”苏颂《图经本草》曰：“今象多

出交趾、潮、循诸州，世传荆蛮山中亦有野象。然楚、粤之象皆青黑，惟西方拂林、大食诸国乃多白象。”可见楚地之象与域

外之象有着较大区别，这也是缴纳域外象齿的重要原因。 

三、结语 

通过以上详细的论述分析，可以得知，荆州位于中原与岭南南北通道之间，是两地区往来联系的必经之道，担任着文化经

济交流的桥梁作用。《禹贡》荆州的土地状况与田赋等级说明了在先秦时期，中原与岭南地区就已有相当密切的联系，荆州在

两地区来往过程中得以迅速发展，其开发程度超过了同时位于江南地区的其他各州，荆州贡品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远超其他

八州，其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环境还较为原始，生物种类还比较丰富，另一方面也和中原与岭南地区的南北往来有着重要关系。

总而言之，《禹贡》荆州一章，是华夏文明早期中原与岭南地区往来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华夏文明在早期开拓进程中南北之间

经济文化的融合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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